
 

 

西方经济学说传播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

近代尝试
−以对重商主义的阐释为中心

毕    悦1，张亚光2

（1. 北京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北京 100871；2.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认知传统与现代化，以及本土与外来文化两

组辩证关系的重要议题，其本质是探索具有中国特征、顺应历史潮流的现代化道路。文章以近代中

国对重商主义的阐释为中心，考察时人对“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途径。研究发现：在重商主义传入

中国的进程中，“中西之争”表现为重商主义与中国前现代社会自发萌生的“类重商主义”之间的实

践差异性，中国学人在对重商主义的概念予以界定澄清后，通过以中释西、以西释中等途径深入挖

掘其与“类重商主义”的异同。“古今之争”表现为重商主义被视为旧学而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

发生脱节，中国学人通过重构重商主义在思想与实践层面的连续性，展现出其潜在的时代价值，也

为激活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创造了契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及其研究范式从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

出发，揭示出中西经济思想的本质分野，指明了重商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为中国学人理解

“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这一阐释过程表明，要真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加快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既坚持本土经济思想的主体地位，又

开放吸纳西学，持续推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转型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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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时代背景下，“古今中西之争”作为把握传统与现代，以及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的思辨性

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

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

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①这一重要论断中“更有条件”“更迫切需要”等表述

实则揭示出，“古今中西之争”不仅是时代之问，也是历史之问；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这四要素

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对论争的破解途径及程度也有明显差异，从而使这一议题在当下愈发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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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古今中西之争”不仅是思想文化层面的议题，还是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现代化转型浪

潮中的典型境遇，是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在思想史上的写照。①其中，“古

今”之争是中国如何根植于传统社会的辉煌成就，从中挖掘或培育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元素，进而

重构思想脉络的连续性；“中西”之争是中国如何破解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找到具有本土

化特征、解决本土问题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此观之，“古今中西之争”可谓贯穿于近代中国的

经济思想转型历程。其中，晚清时期的论争以开明思想家的“开眼看世界”为开端。例如，魏源

就曾明确表达对“古今”“中西”两对关系的认识。对于前者，他主张以“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

法，无穷极不变之法”②的态度推进改革；对于后者，则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③紧随其后的洋

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则形成了“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

教”④的逐层深入进程。而民国时期则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高峰，开启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思想

论争，如东西文化论战、本位文化论战等。相比于晚清时期，民国学人对西学的了解和研究更全

面深入，激进派、保守派、折中派等各派别的思想交锋也更激烈，这显著深化了时人对“古今中

西之争”的认识。回溯上述思想转型历程，将为当今重新审视和破解这一贯穿百年的思想议题

提供鉴往知来的契机。

长期以来，有关“古今中西之争”特别是其与现代化关联的讨论方兴未艾，主要包括如下几

方面研究：一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历史图景，考察“古今中西之争”的形态演进与破解方

案（臧峰宇，2023；张志强，2024；郭台辉，2024）；二是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历次

现代化探索予以贯通式回顾，分析“古今中西之争”的渊源与历史基础（任剑涛，2020；肖卜文，

2024）；三是对晚清“体用之争”及民国时期数次论争进行集中回顾（赵立彬，2006；杨国荣，

2014；张宝明，2022）；四是对毛泽东、孙中山、梁漱溟、马一浮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古今中西观进

行着重梳理和阐释（林国标，2005；熊月之，2011；袁新国，2024）。不过，上述研究大多集中于哲

学、史学等领域，基于经济学特别是经济思想史视角的考察则较为少见，仅有部分研究在整体

性梳理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进程时，涉及古今、中西思想的互动与调适规律（邹进

文，2015；程霖等，2018；杨春学，2019；张亚光和沈博，2021）。
纵观中国经济学科百余年的发展史，“古今中西之争”始终贯穿其理论创新与知识体系构

建的全过程。近代以降，西方各类经济学说集中涌入，每一种学说背后皆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

经济实践，这既为中国学人提供了丰富的认知素材，也加剧了其选择的迷茫性；而时人的认知与

选择又始终受到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层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说

的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但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解释乏力也日益显现，对西方

经济学乃至西方现代化历程的反思促使中国经济学界持续向内、向传统寻求答案。时至今日，

中国经济学科已实现由舶来到自立自为的飞跃，但古、今、中、西的对话争鸣并未终结，反而更

加活跃和深入。未来要加快推进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更好地阐释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亟需凝练古今中西经济思想交融互促的历史逻辑和经验。

本文选取重商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转化历程为典型案例来探析“古今中西之争”，还

得益于重商主义的双重属性。其一是“西方性”。作为前古典时期的代表性学说，重商主义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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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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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西欧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实践，更开启了以国家干预为典型特征的学说谱系，后继的

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英国历史经济学派乃至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等无不与之一脉相

承（杨虎涛，2016；梅俊杰，2017；伍山林，2018），并直接影响诸多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因而无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还是世界现代化史上，重商主义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遗憾的是，

有关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研究却十分稀缺。因而探究近代学人对重商主义的阐释过

程，既可挖掘“古今中西之争”的表现形态与破解途径，也可丰富西学东渐相关研究。其二是

“复古性”。与 19 世纪一同传入中国的其他经济学说相比，重商主义的传播存在一个先天的不

利条件，即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者的轮番批驳下，其在同时期的西方学界和政策界已成明日

黄花，与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以最新为最好”的认知取向恰好相悖；然而重商主义却在近代

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阐释，这不能不引人思考，其时中国思想界的“古今”观念是否已

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在当前国际经贸领域的热点话题中，重商主义也频频出场，再次印证各

种经济思想并非线性迭代，而可能蕴藏深厚的历史余波。

本文研究表明，在近代西学东渐与现代

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不仅关乎西方经济学说的本土化调适，更关

乎中国经济学科的成长和自主构建，特别是

催生有益于中国现代化转型实践的思想创

新。重商主义的传播过程对理解上述议题具

有一定代表性和启发性。如图 1所示，“中西

之争”集中表现为重商主义与中国前现代社

会自发萌生的“类重商主义”思想之间的实

践两歧性，这促使时人深入探索两者的本质

差异，进而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独有特征和

必要条件产生更清醒的认识；“古今之争”集中表现为重商主义被附以“旧学”标签而与近代中

国的现代化实践形成脱节，中国学人通过重构经济学说及其发展实践的连续性，逐步挖掘出重

商主义潜在的时代价值，也间接激发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及其研究范式从唯物史观，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深层逻辑出发，既揭示了重商主义与“类

重商主义”的本质分歧，也指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演化规律，为中国学人正确认

识“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基于经济思想史视角，提炼近代中国学

人应对“古今中西之争”的途径、经验与局限，为新时代直面和破解这一议题提供历史启迪；其

二，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时人阐释重商主义的关键影响，为凸显“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意

义，持续激活中国经济思想的主体性与连续性奠定基础；其三，聚焦于重商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

播历程，系统呈现西方经济学说与本土思想传统、现实发展需求的碰撞交融过程和规律，展现

时人运用多种思想资源求索发展道路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为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

知识体系准备理论素材、奠定历史基础和提供路径参照。

二、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的“中西之争”及其破解尝试

（一）“中西之争”的缘起：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类重商主义”

“中西之争”是西方经济学说传入中国时首先且普遍面临的问题，但在重商主义传播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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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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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西之争”并非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的碰撞分歧，而恰恰源于重商主义与本土“类重

商主义”之间的貌合神离。本文所谓的“类重商主义”，意即自传统社会至晚清时期，中国思想

界自发萌生的、①与重商主义在基本原则或政策上非常相似的思想形态，它是中国本土思想先驱

先于西学东渐的洗礼，主动回应现实危机和制度困境的思想产物，生动展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

想体系的高度成熟性和生命力，因而成为解析“中西之争”的关键锁钥。

从演进脉络看，“类重商主义”的萌生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重商思想密不可分。尽管

中国传统治国方略以农本为主流，但商业作为社会经济必要补充的认识，始终在思想和实践中

占据一席之地，管子的“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②的论断，以及司马迁专为商人所撰的

《史记•货殖列传》等莫不如是。唐宋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为商业及商人谋求更高社会地位的论述

更为多见，永嘉学派叶适有言：“抑末厚本，非正论也。”③明代大儒王阳明也倡导“四民异业而

同道”的新四民观。④这潜移默化地推动了先秦儒学贵义贱利、重本抑末等思想教条的松动（叶

坦，1998），为“类重商主义”的萌发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类重商主义”对重商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转型，则表现为其不满足于在传统四民等级秩

序中争取商业及商人的道德合法性，而是更强调在国家主导下通过产业或货币政策主动发挥商

业的建设性作用，使其成为富国富民的有力手段。这在唐代刘晏盐法改革、宋代国家财政对商

税的倚重等方面皆有体现。明清以后，随着白银货币化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国家对海外贸

易的利益得失更加关注，这与早期朝贡贸易倡导的“招携以礼，怀远以德”⑤大不相同。例如，此

前历代大多将金银外币视为朝觐礼品而非流通货币；而明清以后，自海外贸易流入的白银则被

视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时任江宁巡抚的慕天颜认为，发展海外贸易势必收获巨额回报，“银

两既以充溢，课饷赖为转输，数年之间，富强可以坐致”。⑥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重商主义对海外贸

易与金银积累的重视形成了共鸣。但囿于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结构及中国经济体系之

于世界的庞大体量，此时的“类重商主义”对金银流动和贸易收支的关注始终未及重商主义，且

往往在国力衰颓、通货不足时才占据上风（岸本美绪，2020）。
晚清时期的“类重商主义”则与重商主义更为接近。其一，强调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李鸿章倡导的仿制洋货以“分其利权”、⑦郑观应的“商战”之说，⑧无不将中外产业竞争与国家利

益深度绑定。晚清“类重商主义”已不限于重视商业，而是以兴商保商为纲，撬动其他产业乃至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系列变革（缐文，2011），这显然非国家大力支持干预所不能及。其二，立

足民族国家本位的价值内核。晚清国力迅速衰颓，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⑨的传统天下观不得不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这促使时人对经济活动的目标

及收益的衡量标准也发生根本性变化，为其货币观、贸易观的革新奠定了基础。其三，以金银货

币为核心的财富积累观。晚清白银外流遽然增加，这大大强化了时人的货币主权观念。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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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之所以将“类重商主义”归结为内生萌发，而非重商主义的外在启发，是因为重商主义的集中传播和学理化过程直到 19 世纪末

20世纪初才逐渐开启，在此之前主要依靠晚清传教士对重商主义时代各国经济政策的零散介绍，且带有高度一致的批判色彩。

 ② 引自《管子校注•小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 2004年版，第 400页。

 ③ 引自叶适：《习学记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68页。

 ④ 参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版，第 776—777页。

 ⑤ 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七年》，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 317页。

 ⑥ 参见慕天颜：《请开海禁疏》，转引自魏源：《魏源全集》（第 14册），岳麓书社 2004年版，第 535页。

 ⑦ 参见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第 1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第 63页。

 ⑧ 参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 360页。

 ⑨ 引自《孟子译注•万章章句上》，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 2018年版，第 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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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叹英人以不足值银两“操中国利权，而权百货轻重以制其要会”，①郑观应更将洋钱列为“绝大

漏卮一项”，直言“再阅百十年，中国之膏血既罄”。②管控金银流动、推行币制改革已成为思想

主流。其四，贸易顺差导向的对外交往策略。晚清士人对国际贸易收支的了解和关注空前高涨，

以马建忠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贸易差额方面的表述尤为多见，诸如“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

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等论断，③与晚期重商主义者几无二致。其五，倡导个人私利

的道德伦理观。1890年《申报》刊载的一篇社论就将国际贸易的本质动因归结为互惠互利，“见

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④

然而，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的“中西之争”恰恰反映在“类重商主义”虽与重商主义有种种

相似性，却在实践中屡屡变形和遇挫，未能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任务，这种“南橘北

枳”现象更引发时人对中西本质差异的深思与追问。例如，面对白银外流问题，晚清士人先后提

出禁银出口、禁银行钞、自铸银元等多种对策，⑤但任何一种方案都面临国富与民富、中央与地

方、政府与市场等多方利益纠葛，而晚清中央政府已是大权下移，在货币管理及改革方面往往

力不从心。再如，为争取贸易顺差，时人从进出口税和国内产业建设两方面提出了诸多扩大出

口、抑制进口的政策设想，但大部分受限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属性而沦为“空中楼阁”。“类重商

主义”思想及政策体系的不系统性引致了实践的不彻底性，更加剧了时人对自身制度体系乃至

文化传统的质疑，其极端表现是“全盘西化论”。更有学人对与本土“类重商主义”相似的重商

主义也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造成对重商主义的歧见甚至排斥。

简言之，“类重商主义”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转型中承前启后的特殊思想形态，它脱胎于传

统重商思想，但其内涵远非后者所能概括；它是近代中国理解重商主义的先导知识，但又无法与

后者等量齐观。若推究“类重商主义”与重商主义分野的缘由，则在传统社会主要源于农耕文明

主导下的“不愿为”，而在晚清时期主要源于内外部危机下的“不可为”，这诸种因素使重商主义

传播进程中的“中西之争”不再是简单的文化交锋，而是探寻中国早期现代化特殊性的重要契机。

（二）近代学人对“中西之争”的破解尝试

破解“中西之争”的关键途径在于对自身与外来思想资源进行系统的、本质性的考察。随

着重商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日益深入，中国学人对重商主义的关注与阐释也逐渐从政策表象

转向了保障这些政策实现的制度基础或条件，这为其重思“类重商主义”的价值与局限、找寻具

有本土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时人的探索途径主要有三。

1. 概念变迁与语义澄清。这为比较中西思想异同提供了基本的话语界定和参照。19 世纪

中期，西方传教士开始零散介绍西欧重商主义时代的政策实践，但主要集中于“对外通商”的含

义上。例如，《佐治刍言》在“论各国通商”一章中提及重商主义时代的贸易保护政策，认为通商

的真谛就在于“凡贸易可通之处，皆应听其自然流通，不可稍有阻碍”，然而其时英国不明此理，

反而扰乱国内外市场秩序。⑥这实有影射和批判晚清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意味。在传教士的影

响下，当时部分国内报刊也将重商主义等同于“重视商业”而泛化使用。直至 1911年，《时事新

报》仍以“重农主义”“重商主义”“重工主义”概括当时振兴实业的三种倾向，并主张“农工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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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郭嵩焘：《郭嵩焘全集》（第 10册），岳麓书社 2012年版，第 488页。

 ② 参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 361—362页。

 ③ 参见马建忠：《马建忠集》，王梦珂点校，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 8页。

 ④ 参见佚名：《利害辨》，《申报》，1890年 7月 23日第 1版。

 ⑤ 参见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04—205页。

 ⑥ 参见（英）傅兰雅：《佐治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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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相资为用，理无偏废，事可并举”。①

及至 19世纪末，德国、日本学者阐释重商主义的译著逐渐增多，其中德国历史学派学者罗

雪尔在《德国经济学史》中对重商主义的特征阐释在中国学界流传甚广，梁启超的《生计学学说

沿革小史》（1902）、邹敬芳的《西洋经济思想史》（1930）、周宪文的《经济学辞典》（1937）等著述皆

予以完整引用。据此定义，重商主义主要有四项特征，分别为强调贵金属积累、重视对外贸易及

国内制造业、鼓励人口增殖和支持政府干预。相较于传教士的解读，这一定义更加完整，但仍以

产业、贸易、货币等政策表现为主，甚少触及重商主义的本质属性。

随着重商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思想界的阐释层次也逐步深入。同时，由于国

家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后迎来高潮（高力克，2010），这深刻影响了时人对重商主义的剖析思路，

即认为重商主义决非“单纯为经济上之主义，贸易上之政策而已”，“实以统一政治、富强国家为

目的之国家本位主义也”。②何谓国家本位主义？就是“内之则与地方主义不相容，外之则与世界

主义不相容者也”。③一方面，重商主义对内“铲除封建割据，统一国家，巩固中央”。④张素民曾

详细对比重商主义时代欧洲各国的政策差异，认为法国集中程度不及普鲁士，“各地均设有关

卡，有如我国之厘金然”。⑤另一方面，重商主义对外扩张国势，甚至走向殖民主义的深渊。在重

商主义的指引下，各国皆希望取得贸易顺差，这在欧洲内部无法实现，遂导向殖民主义甚至是帝

国主义。王渔村将殖民贸易与保护关税、产业统制并称为重商主义的三大政策之一，直言英法

在殖民贸易中获利甚多。⑥至此，重商主义的内外本质属性已得到较为彻底的挖掘，这为时人对

“中西之争”的更深层回应创造了条件。

2. 以中释西，挖掘共通性。这一方式就是运用中国本土经济思想阐释重商主义，便于时人

理解和接受。例如，赵迺抟在《欧美经济学史》中将重商主义的财富积累理念同儒家的富民观、

法家的“仓廪实而知礼节”之说相呼应，将其支持对外贸易的政策同商家的致富术相接驳，将其

鼓励人口增殖的主张同墨家相对照。⑦除传统思想外，还有学人提及晚清时期的“类重商主义”

思想。例如，周宪文将重商主义界定为由农业向工业时代过渡的商业时代的意识形态，并提出

在晚清中国也有对应的时期，不过由于“这种商业，一开始就带上了买办的性质。所以，中国初

期的经济学，也是带有十足的买办气味”。⑧

这种阐释方式对“中西之争”的回应和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重商主义藉由传统思想资源

的铺垫，从此前高涨的批判声浪中获得了复兴的机遇，更易被中国学人关注和深入认识；另一方

面，“类重商主义”也通过此类反复的对比而长期存续于时人的研究视野，其独特价值与意义也

得到进一步挖掘，使得趋新与复古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取向在当时思想界并存。

还有部分学人尽管并未直接对照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但其对重商主义的评说自觉

或不自觉地受到本土思想传统的影响。例如，在评价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时，有人认为支持农

业发展不仅是出于富国所需，且务农“使人民得免于骄奢淫佚，及种种不法的行为”，这显然与

毕    悦、张亚光：西方经济学说传播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近代尝试

 ① 参见《六月十五日阁议内阁总理大臣演说词》，《时事新报》，1911年 7月 18日第 3版。

 ② 参见杨汝梅：《经济学》，中华书局 1933年版，第 30页。

 ③ 参见沧江（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国风报》，1911年第 7期。

 ④ 参见邓毅生：《经济思想史》，世界书局 1935年版，第 11页。

 ⑤ 参见张素民：《重商主义之研究》，《学艺》，1933年第 4期。

 ⑥ 参见王渔村：《经济政策》，中华书局 1936年版，第 25页。

 ⑦ 参见赵迺抟：《欧美经济学史》，正中书局 1948年版，第 19—20页。

 ⑧ 参见周宪文：《比较经济学总论》，中华书局 1948年版，第 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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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重农政策的施行息息相关；①再如批评重商主义只给少数人带来收益，却引发了更为悬

殊的贫富差距，“一方面是‘朱门酒肉臭’，另方面是‘路有饿死骨’”，这又与传统儒学“不患寡而

患不均”的正义观发生了悄然勾连。②

3. 以西释中，探索差异性。这一方式就是借助重商主义来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本土思想及

实践。清末至民国时期，不少海外归国学者在呈现中国先秦经济思想的成就时，都会以重商主

义作比，凸显其学理价值；甚至认为重商主义在中国不仅古已有之，且在实践中更为高明，弥补

了西学的理论缺陷。例如，甘乃光在解读管子为齐国聚敛黄金的政策时，就提到其抬高食盐出

口价格的做法与重商主义相似；但作者还特别指出，欧洲重商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金银流

入、价格反跌，而管子却通过增加国内黄金需求，化解了金价下跌的危机。③

这种阐释方式对破解“中西之争”至少有两方面影响：其一，在概念体系和学术体系上，革

新中国经济思想的学术书写范式（毕学进和马金华，2024），回应诸如熊彼特等关于中国传统思

想缺乏分析性的批评。中国学人借重商主义阐发先秦思想，既便利中西对话，也有助于重新挖

掘中学曾被湮没的思想价值，为凸显传统思想体系的连续性创造条件。对此，梁启超的总结颇

为深刻：“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

以理吾故物。”④其二，在话语体系上，重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为打破“全盘西化派”对西学

的盲目推崇、寻找本土发展道路奠定理论基石。近代中国突然遭受西学全面冲击，加之“类重商

主义”改革实践屡屡失败，势必导致时人对中学能否适应现代化转型的深度怀疑。而以西释中

的阐释方式有助于实现“究之泰西之学，实出于中国百家之言，载籍具存，班班可考”⑤的效果，

为部分深陷思想危机的学人提供出口。

此种阐释方式的另一目的在于回答“类重商主义”实践为何失败的问题。部分观点将其归

因于晚清以来现实条件的变化。例如，晚清“类重商主义”思想同样倡导通过保护性关税政策增

加贸易顺差，但由于其时关税主权受制于人，“虽欲施其保护而无由，殊可慨已”。⑥还有观点认

为，历史传统早已为“类重商主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罗仲言将中国古代与欧洲重商主义时代

发展道路的差异归因于社会价值观念，“在欧洲商业革命时代所崇视之掠夺贸易，而在中国则称

之为奸富”。⑦樊弘则认为，欧洲君主必须借助王权扩张，为商业开拓市场；而中国君主只需服从

“天道”即可保障农业产出，这使得“中国的文化，于不知不觉之中，便洋溢着一种听天安命的思

想”，因而中国“绝对不会再有一个重商主义的时代”。⑧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周谷城在其编著的《世界通史》中专辟“西方重商主义之成功”“东方重

商主义之失败”两节，对比东西方经济思想及由此引致的实践分流。在周谷城看来，“中国重商

主义之失败，恰恰帮助西方重商主义之成功。反过来，也可以说，西方重商主义之成功，恰恰逼

迫中国重商主义，使不得不失败”。⑨这种阐释从国际格局变迁的视角思考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

面临的严峻外部条件，颇具“中心—外围”理论的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学人已隐约

意识到，中国已无法复刻西欧现代化转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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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连士升：《重商制度略说：“重商制度”译本序》，《食货》，1935年第 5期。

 ② 参见周宪文：《比较经济学总论》，中华书局 1948年版，第 55-56页。

 ③ 参见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26年版，第 128页。

 ④ 引自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23年版，第 22页。

 ⑤ 引自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50页。

 ⑥ 参见安徽法学社编：《经济学》，安徽法学社 1913年版，第 107页。

 ⑦ 参见罗仲言：《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47年版，第 198页。

 ⑧ 参见樊弘：《两条路》，观察社 1948年版，第 132-133页、第 146页。

 ⑨ 参见周谷城：《世界通史》，商务印书馆 1949年版，第 7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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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的“古今之争”及其破解尝试

（一）“古今之争”的缘起：重商主义的旧学标签与价值否定

西学传播的过程虽然直接表现为“中西之争”，但却处处蕴含“古今之争”的深层脉络。许

多学人对西学不吝推崇，乃是因其促成了近现代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的繁荣，造就了西方率先

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格局，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

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①因而“中西之争”的底色也是“古今之争”。

不过，近代学人对各派西学并不是等量齐观，他们最为崇尚的往往是最新式的西学流派，

这与其历史观的转向密切相关。近代以降特别是五四运动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思想界的

影响至为深远。严复在溯及中西发展差距的思想根源时，认为历史观的分歧是中国落后的重要

原因：“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

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②这显然是希望摒弃中国传统社会的循环历史观，树立阶梯

式向上的线性历史观。在此种历史观和现实压力的影响下，“最新”与“最好”就被划上了等号。

例如，孙中山认为世界各种政体从优到劣依次为共和制、立宪制和专制政体，以共和制为革命

目标即可“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③线性历史观隐含的假定是，人类历史发展具有

唯一不变的轨迹和模式，各国现代化转型皆无例外；且中国只需照搬最新阶段的发展样态即可

后来居上，仿佛这一最新阶段是凭空产生的。

在此思想背景下，许多学人对重商主义的批判直接来自其“过去式”的特征。这首先源于民

国时期诸多新古典经济学者的译著影响。例如，堀江归一谈及当时日本国民对贸易逆差抱有担

忧的现象时，评价其与重商主义全盛时代的观点如出一辙，并提出，“无论日本国民的经济思想

如何幼稚，而时至今日，还有重商主义的思想，实在是件奇事”。④部分美国学者则将重商主义的

干预政策打上违背个人主义信仰和自然规律的标签，⑤认为其可能酿成扶植独占、腐化政治的恶

果，远非当今任何开明国家所能容忍。⑥

在国际学界的影响下，部分中国学人对重商主义的评价也趋向负面。一方面，在述说西方

经济学说史时，对重商主义一笔带过，称该学说零散陈旧，仅可视为对经济现象的讨论而非系统

研究；⑦或是利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现代国际贸易、金融理论等，批判重商主义的理论谬误

或逻辑缺陷。另一方面，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阐释重商主义不再适用于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经

济的发展潮流。李立侠指出，重商主义时代以金银为平衡国际收支的唯一工具，但时过境迁，民

国时期中国已出现贸易逆差与白银入超同时存在的矛盾现象，这显然难以通过旧有的国际收支

方式加以解释和统计。⑧

简言之，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的“古今之争”集中表现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更迭和近代

中国救亡启蒙的双重压力影响下，许多学人将重商主义列为“旧学”而否定其现实借鉴价值，从

而在新旧理论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断裂地带。这一现象是近代中国破旧立新思潮在西学引介中的

毕    悦、张亚光：西方经济学说传播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近代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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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参见王栻编：《严复集》（第 1册），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1页。

 ③ 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 1卷），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 237页。

 ④ 参见（日）堀江归一：《国际经济总论》，王首春译，商务印书馆 1927年版，第 61页。

 ⑤ 参见（美）马沙尔、里昂：《现代经济组织》，郑合成译，商务印书馆 1935年版，第 473页。

 ⑥ 参见（美）伊利、威葛：《经济学原理》，伍康成、林秉中译，世界出版合作社 1933年版，第 299、309页。

 ⑦ 参见宋任：《傅克思氏经济学》，泰东图书局 1914年版，第 26页。

 ⑧ 参见李立侠：《中国之国际收支》，《时事新报》，1937年 4月 15日第 11版。

•  147  •



投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加剧了部分学人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疏离。

（二）近代学人对“古今之争”的破解尝试

破解“古今之争”的重要方式是辩证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以传统为一无是处，更不以

现代为终极形态，而要认识到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中国学人立足西

方经济学说发展的整体历程，以及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演进，逐步发掘出重商主义潜在的学

理与应用价值。时人的探索途径主要有二。

1. 关注思想与实践的连续性，为重商主义正名。民国时期，部分西方译著已开始关注重商

主义与其后经济流派的承继关系。高桥诚一郎提出，重商主义者是“比其后继者仅迟一步的自

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学说不过是“继续扩张重商主义者之事业的”。①赫克歇尔也认为，重商

主义和自由主义实质上共享自由信仰，只不过“重商主义不相信有个先定的和谐之存在，而自由

放任主义则相信有之”，因此重商主义“所期望的成效只有由‘一个练达的政治家之熟练的管理’
才能达到，而绝不能由不变拘束的经济生活的力量中发生出来的”。②

在同时期的中国学界，也有几位学人加入了上述讨论。蒋建白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斯

密的经济学说一同归于自由主义经济流派，但他并未说明分类依据。③后继学者从不同视角补

足了这一阐释空白。例如，从历史背景看，重商主义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其要旨正是将经济思

想“从宗教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争取自由和正当利益；④从学说发展的总体脉络看，重商主

义与自由主义也是一脉相承，只不过两者对自由放任的强调“有程度强弱深浅之别”。⑤这些论

断已不囿于为各种经济学说贴上自由或干预的标签，而是尝试重建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之间

的思想连续性，进而为其辩证吸收重商主义的理论价值创造契机。

除思想连续性外，也有学人聚焦于重商主义在实践层面的连续性，意即重商主义并未退出

历史舞台，反而是以“新重商主义”的面貌持续影响世界各国经济政策。一方面，对欠发达国家

而言，新重商主义已成为其实现经济追赶、抵制外来侵略的重要对策。柯柏年等编写的《经济学

辞典》对新重商主义的定义是：“‘新重商主义’即保护关税政策，对外高筑保护关税之障壁，对内

施行完全交易自由，以期自给自立。”⑥还有学人认为李斯特所倡导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就是“胚

胎于旧重商主义而加以改革的”，对工业落后国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⑦另一方面，对欧美强国

而言，新重商主义也仍然是其内外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张毓珊敏锐观察到，尽管重商主义已

遭到西方学界的数轮挞伐，但其政策“纵然在自由主义最胜利的时期，仍为大部分国家所采

用”。他大胆预测，未来的经济史学者可能会“将自十六世纪起至二十世纪后若干年止，整个的

划为重商制度时代”。⑧这一阐释集中揭示了先发国家在理论标榜与政策实践两方面的显著不

一致性，也深刻印证了重商主义持续的现实影响力。

在此情形下，许多学人的阐释重心发生了转换，其对重商主义的介绍不局限于对“旧学”的

回溯和梳理，更意在探讨其是否适用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践，其中涉猎最多的是重商主义的贸

易保护和产业扶植政策。时人认为，作为一个正在遭受经济掠夺的前现代国家，中国对贸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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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阐释应与先进国家有所不同，即要“先帮助中国经济建设使能自由发展，到达实际平等之程

度时，然后国际贸易的真正自由，方能互收其益”；①同时，对产业扶持的理解也应因时因地制

宜，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未尝不能借鉴实施；②当然，盲目照搬重商主义也不可取，而应根据中

国的实际情况，“因事制宜，固不能一概而论”。③这表明中国学人对重商主义的关注已经从其时

间属性转向工具价值，为重商主义与当时中国经济实践的衔接奠定了基础。

2. 从西学的“古今”迁移到中学的“古今”，激活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价值。将重商主

义从“旧学”的范畴中解放出来，对时人重新理解和评价自身思想遗产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来积累了大量有关经济治理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反映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

发展旨趣与路径，尽管随着生产方式变革、新经济要素萌发，部分传统思想已不适用于近代中

国，但不可全部弃如敝屣，对此马寅初的探索颇具代表性。20世纪 30年代，马寅初以《中国经济

改造》一书倡导统制经济模式，并借助奥地利学者斯班的全体主义学说为其提供学理支持，其中

专辟两章用以深入阐释全体主义的奥义，分别为“全体主义之实现——重商主义”和“中国历史上

之全体主义”。

对待这两类思想遗产，马寅初的基本思路是“取其精神，变通其法”。④对于重商主义，马寅

初将其视为全体主义方法论的生动实践，并认为发展交通、关税政策、制造业特许制度等大部

分政策不仅在中国高度适用，而且“中国正在实行，惟大多数人犹未知其所以然”；惟独增加人

口、压低粮价两项，马寅初判断不宜仿效，因为“中国人口已经过多，劳动已属极廉”，“正患谷

贱与洋米进口之过多”。⑤这说明其无论对重商主义还是中国国情的认识都是较为理性客观的。

而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马寅初也认为其精髓与全体主义不谋而合。他指出，传统中国以农

本主义为核心，政府对土地、仓储、物价、农业、金融等方面的干预是出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

考虑；近代中国固然不可只重农业而偏废工商业，但亟需仿效农本主义的一贯精神，即“以整个

国民经济为对象”，“有整个之计划，一贯之政策”，方能促进经济发展。⑥马寅初的阐释妙处在

于为重商主义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找到了全体主义这一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使两者突破所在时

空条件局限，具备了资鉴于现实的可能性。

四、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重商主义：“古今中西之争”的新认知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集中传入中国，不仅为革命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

武器和行动指南，更为知识界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与此前中国学人已接触到的古典学

派、德国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相比，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并不甚着意于重商主义具体经济政策

的合理性与绩效，而更多聚焦于学说的内在体系及其植根的社会土壤，从历史发展阶段的角度

陈说重商主义兴衰的必然性及其历史局限性，这为民国学人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深层逻辑出

发把握“古今中西之争”的本质、探寻其破解途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工具。

在“中西之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为挖掘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本

质差异创造了条件。民国时期，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述或译著均指出，重商主义的兴起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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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地主阶级与商业资本的共同利益，其中前者依靠工商业者的赋税和捐输振兴国家，后者借

助王权开拓市场。①两种阶级利益的联合不仅助推了重商主义的兴起，也促成了其在不同国家

差异化的思想和政策表现，“在资产阶级薄弱的落后的国家中（德国），官僚在重商主义中最有

力量，在先进的国家中，尤其是英国，则资本主义在重商主义中最有力量”。②然而这种联合本身

就潜藏着自我崩坏的趋向，由于重商主义“有利于资产阶级及活动资本”，③因而随着商业资本

的壮大，其与封建国家之间旋即爆发劳动力争夺、贸易政策分歧、地租腾贵等矛盾，并最终通过

政治革命扫清持续发展的障碍。④由此视角观之，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本质分歧不言而

喻，在晚清中国，两种力量的联合以旧政权存续而非颠覆为前提，许多商人获利后反而向地主阶

级逆向转化，“类重商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可以预见。

此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为中国学人理解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分野提供了

启发。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崛起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

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这种从属性在近

代中国社会的表征即是半殖民地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下，部分中国学人开始着重

阐释重商主义的另一面，即其对广大落后地区的殖民掠夺政策。马哲民在《社会进化史》一书中

专辟“中世纪之殖民活动与重商主义”一章，详细阐述西欧重商主义取得成功的历史逻辑，“殖

民地以资本国之侵略榨取，陷于贫困化，资本国以殖民地之获得，益积蓄了巨大资本”；而当时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也可被视为重商主义的复归。⑥启扬也明确指出，重商主义正是“一方面

剥削国内的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另一方面掠夺与欺骗落后的民族”，从而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率先

占据优势。⑦当中国学人对重商主义的阐释从完美的现代化样板转向其背后的殖民逻辑时，他

们对“中西之争”的认知也更为全面深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深刻揭示出，西方的现代化成就以

其主导建构的世界经济秩序为基础，倘若中国延续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路径的盲目推崇甚至

照搬，将无法摆脱自身的从属依附地位，因而破除现代化等同西方化的思维惯性、探索本土发

展道路及理论势在必行。

而在“古今之争”的问题上，唯物史观则清晰指明了重商主义相对于其后经济流派的历史

进步性与局限。中国学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普遍将重商主义定位为工业资本出现之前

的商业资本的思想形态。他们认为，重商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功绩不可磨灭，即“替工业资本扫清

道路并为它未来的‘霸权’造成基础”；但随着这一使命的推进，重商主义又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

因素转变为其桎梏，促使反重商主义思潮日益兴起。⑧另有不少著述指出，重商主义对金银货币

的高度重视，也与其所处阶段的历史局限有关，商业资本家往往重视流通而轻视生产，“以为利

润是流通过程当中发生的”，因而不能正确揭示利润的真正来源。⑨还有学人认为，晚期重商主

义的变化已经暗含着工业资本主义萌发的趋向，他们的经济举措“对生产已不容忽视了”，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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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晚期重商主义者“对于本国的经济力量已开始信任”，“工场制的手工业出现，信用已开

始发展，国内外市场大规模的扩张了”。①中国学人借助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勾勒西方经济流派

更迭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互动历程，将学说的“古今”特征从时间属性还原为特定的生产力发展

阶段，这为其客观评判各种思想资源提供了基本前提。

在此背景下，当时占据主流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也逐渐暴露其历史局限。王亚南指

出，斯密过分强调“看不见的手”对市场主体的自发影响，因而“他就不必要探究资本家对于劳

动者的榨取关系，从而就认不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性质”。②区克宣则点明了经济思想乃是经

济发展环境的产物，自由主义派诞生于 17—18 世纪，他们对自然法则的推崇源于其对资本主义

制度永恒性的信任；而马克思已见证了 19 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

方能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③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使晚清以来被奉为圭臬的、具有普适性的

西方还原为特殊的西方，引导中国学人“从社会经济发展底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说明这一经济学

说底根源及其发展动向”，④这不仅对时人系统理解西方经济学说具有重要助益，更为其从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古今”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

五、结论与启示

“古今中西之争”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必须直面的两组辩证关系，即自我与他者

之间的共时性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时性关系。重商主义既是西方现代化起步阶段的

代表性思想形态，又在中国前现代社会具有相似的“类重商主义”思想映射，这种双重属性与近

代中国经济思想遽然转型的历史背景相叠加，共同催生时人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认知与破解方案。

通过回溯近代中国学人对重商主义的阐释成果，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其一，面对“中西之

争”，时人在对重商主义予以较为完整、科学的概念界定后，通过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两种途径

系统挖掘出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异同，进而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特殊性与关键条件产

生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二，面对“古今之争”，中国学人致力于重构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等

后继流派之间的思想连续性，及其在 19 至 20 世纪世界现代化转型中的实践连续性，这不仅有

助于借鉴吸收重商主义的时代价值，也为革新当时思想界的“古今”观念、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

想现代化转型创造了契机。其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阶级分析法等为近代学

人把握重商主义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工具，也显著开拓了时人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认知

视野和格局。

时至今日，“古今中西之争”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直面和破解的时代议题，当

然其目标层次已较近代发生了质的跃升。近代学人的主要目标是挖掘整合西方经济学说和传统

经济思想中的有益元素，初步构建具有基本学科架构、契合救亡图存需求的经济学科；而当代

学人的主要目标则是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实践，辩证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创造性

转化传统经济智慧，探索形成“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

来”⑤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目标维度的跨越使得古、今、中、西诸要素互动态势更加复杂（刘

梁剑，2024），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艰巨性与迫切性也格外凸显。对此，近代学人对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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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释过程至少可以提供如下三个方面的历史启迪。

第一，在本土与外来思想资源的比较和取舍中，一方面，要对西方经济学说的概念内涵、体

系框架等予以科学、完整的界定和梳理，这是中西思想有效对话的前提。相比于西学东渐的早

期阶段，当前学界对西方经济理论的认知广度与深度都得到了显著拓展，但仍不免包含对某些

基本概念、观点的表层化、片面性理解甚至误读，这部分源于中西方不同知识体系与范式间的

迁移困境，也有部分源于近代以来认知局限的延续。近年来呼吁重新审视和评价重商主义的相

关研究也侧面印证了这一问题（贾根良和张志，2017；胡明和方敏，2023）。因此在积极借鉴西方

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要格外警惕重技术而轻思想、重前沿而轻经典的倾向。另一方面，要始终坚

持并不断强化本土经济思想的主体性地位，这是实现中西学术平等交流、破解“中西之争”的前

提和最终落脚点。近代以降，中国学人以重商主义等西学反观本土思想，并非意在否定中学，而

是以涤荡旧学、接续新命为本质目标，彰显了其以我为主、固本开新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新

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扎根于自身客观条件与发展实践推进理论创新，逐

步探索形成“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以实践成就印证了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现代化转型与文明演进中的独特价值。

第二，在传统与现代思想资源的接续和转化中，要突破新旧、古今的机械划分，关注思想脉

络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近代中国思想界出于划分区隔各种西学的便利，常常会为某种思想形态

打上静态、绝对的标签，如重商主义就被部分学人斥为陈旧落伍的思想体系，这实质上是套用

西方现代化发展阶段评判中国的发展步调。然而，经济思想有无价值并不在于其新旧属性，而

在于能否回应并解决特定时代和环境下的发展命题。19世纪以后，英国率先在世界经济体系中

占据优势地位，重商主义随即被边缘化；但在同时期的美国、德国、日本乃至近代中国，重商主

义的实践价值却得到重新彰显，这反映出经济理论的生命力是因时因地制宜的。也正是基于这

一原因，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现代化转型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经济思想史研究才不会落入“好古

癖”的窠臼而能真正资鉴于当下。更进一步说，从思想演化的规律看，旧思想往往包含着新思想

的成分，只不过这些内容可能因其超前性而未受到重视。因此，思想史研究的真正奥义并不在

于做出非此即彼的评判，而是“强调古今之间的勾连及其中不变与变的因素”（郭台辉，2024），
并在整体性把握经济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重访这些被边缘化的、早慧的思想碎片，为中国

经济学自主的知识生产注入独特的历史纵深。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及其研究范式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思想工具。面对

“中西之争”，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双重视角，揭示出重商

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实践分野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配性的必然结果，也是在世界经

济格局中支配与从属地位的必然映射；面对“古今之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同时期的社会达

尔文主义那样，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现代化转型的唯一和最终形态，而是重在凝练“一般根本路

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②阐释包括重商主义在内的各类西方经济流派背后的特定历

史实践，以及经济学说与资本主义实践的并行演化规律。当前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现代化

国家，要真正破除“古今中西之争”、探寻具有本土特征的现代化道路乃至思想体系，仍需以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思维方法为关键依循，锚定自身所处的具体时空条件和发展需求。既开

放吸收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也主动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桎梏；既不陷入以传统教条

规约新思想的复古论，也不陷入以现代观念评判传统的辉格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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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近代中国学人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认知与破解还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局限性和“未完

成式”。一方面，就思想层面而言，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各种流派、主义仍在频繁博弈争锋之中，

这促使很多学人的思想世界往往表现出复杂的两歧性，即在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潮间波动摇摆

（张灏，1999）；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说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层次结构与相互关系也有待厘清，

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任务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就实践层面而言，受制于现实政治经济

形势，近代学人对重商主义乃至“古今中西之争”的诸多有益思索很少能真正付诸实践，尽管诸

如马寅初等学者在当时国民政府身居要职，但其改革举措也受限于时局变迁而难以持续，各种

思想资源的内在价值没有得到彻底挖掘和应用。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前提下，在辩证吸收西方经济学界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的学术

基础上，在充分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经验的实践基础上，中国学界更有能力也更有必要完成

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历史重任，形成既能阐释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又能解决世界普遍性发展

难题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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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debate of “ancientness and modernness”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been a crucial is-

sue since modern China. Its essence lies in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ought to explore a modernization

path that is both distinctly indigenous and aligned with historical tren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is is-

sue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focuses on fields such as philosophy and

history, while lacking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economics, especially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is

disparity does not align with China’s profound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and ongoing theoretical innova-

tions in econom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rcantilism in modern China and examines how intellectuals

of that time sought solutions to the debate of “ancientness and modernness” “China and the West”. The find-

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debate of “China and the West” manifests as prac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mer-

cantilism and mercantilism-like thoughts in China’s pre-modern society. After clarifying the concept, Chinese

scholars explor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by interpreting the West through the lens of

China and vice versa. (2) The debate of “ancientness and modernness” manifests in mercantilism being re-

garded as an outdated doctrine and thus disconnected from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Chinese scholars

reconstructed the continuity of mercantilism in both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revealing its referen-

tial value. (3)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and its paradigms point out the his-

torical progress and limitations of mercantilism, providing Chinese academia with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

derstanding the deb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summarizes the approaches, experiences, and limit-

ations of modern China in resolving the debate of “ancientness and modernness” “China and the West”,

providing historical lessons for the present. Second, it specifically examine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Marxist

theory,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highlighting the autonomy and continuit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ird, focus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rcantilism in modern China, it illus-

trates the integra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indigenous traditions, and practical needs, laying a found-

ation for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Key words:  debate of “ancientness and modernness” “China and the West”； mercantilism；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to the East；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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